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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鼎革与边陲士子的出处

———以谢良琦为例

胡小安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６）

摘要：以明清鼎革之际的桂林全州士子谢良琦为例，考察了边陲士子在时代变局中的出处行为和对待新

朝、旧朝的感情态度。由于作为边疆地区的广西桂林曾经处于南明政权的核心地带，使当地士子得以大

量任职朝廷，并由此切实感受到南明政权党争的严酷；也由于处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士子有更多的生活

压力，从而于公于私都有寄希望于新朝的想法，并不抗拒出仕，但是鉴于传统教育、任职经历、社会舆

论等时代环境的压力，使得这批人存在内心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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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明清易代之际的士人心态和行为，不仅可

以观察传统士绅和政权鼎革之际遗民的情况，还牵

涉到认识明朝何以崩溃、清朝何以一统、明清历史

延续性等问题，这一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相关

研究成果已经非常多，例如：赵园教授对明清之际

士大夫和遗民行为和心态的研究，［１］汪学群教授对

明代遗民思想的研究，［２］等等。但是对明清之际边

陲地带士子的考察还比较少。本文以广西桂林府全

州的谢良琦为例，进一步认识桂林读书人在明清之

际的复杂心态，以推进对明清之际边疆社会的认



识。关于谢良琦的研究，梧金丽已有专文，［３］但其

内容主要是探讨谢氏的文学交游和文学成就，并说

明清初文人文学流派以及岭西文学发展的脉络，与

本文问题意识完全不同。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增加边疆的个案，以进一步认识明清之际遗民

心态和行动问题。

一、全州科举底蕴与谢良琦家世

谢良琦，字仲韩，一字献庵，号石馰。其出身

于广西桂林府全州读书和官宦世家，父日升，万历

十三年 （１５８７年）举人，知福建南平县，擢福州
同知；兄良瑾，崇祯十三年 （１６４０年）进士，任
苏州府长洲知县。良琦崇祯十五年 （１６４２年）举
于乡，年甫十九。未及会试，遭世变，遂家居，与

亲友慷慨谈文论世。顺治五年 （１６４８年）随清军
北上，六年 （１６４９年）出为淳安令，① 未几丁内艰
归里；十二年 （１６５５年）为蠡县令，迁常州通判。
后署宜兴，又摄沙县。被宜兴绅士诬告，遂被弹

劾，废居兰陵，终日以酒浇愁，酒醉即狂歌谩骂发

胸中不平之气。久之再起为延平通判，以触权贵得

罪，被诬下狱。出狱后寓居延平，艰难度日。康熙

十年 （１６７１年）卒，年四十有八。光绪年间临桂
词人王鹏运称他 “孤直不容于时，再起再踬。其

学以卫道行己、不欺其志为归”［４］１６，评语堪称

切实。

全州是桂林府士绅人数与势力最为可观的地方

之一，科举素列前茅。［５］２２１－２４８嘉庆 《全州志》也

称：“自汉迄今，率重科目，间由他途，亦百一耳。

然名臣循吏、文苑儒林炳蔚相望，而全郡尤为楚粤

冠。”［６］此地有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在明清易代

战争中又始终处于前线，所以，该地士人多豪放救

世之气。谢良琦后来回忆其青年时代云：

壬午 （崇祯十五年 １６４２）发榜，吾州售
者二十五人。灌邑统于州，售者三人，共二十

八人。岭西俗重义气，又是时天下方乱，念非

同心友莫以济，于是又集同志十二人，誓于

神，乞言于温陵黄夫子澹叟，如古所称生死交

焉：马子伯龙、文子际盛，蒋子兆生，邓子而

兰，黄子又勿，张子龙如，李子予一，张子仲

振，戴子瞻五，灌邑独朱子怀德，家桂林，其

先中都人也……追忆乡时取高第，交游然诺，

饮酒欢呼，指挥天地，直可唾手。曾未十年，

海水群飞，贤人君子憔悴零落如此，可哀

也哉！［４］２４０－２４１

这一回忆描写了明清鼎革之中全州士子结社

欲求救世的大概情形。明末士子求友结社乃是一时

风气，而短短十年，随着南明败局已成，其匡扶明

室的愿望落空，甚至不少人在这场变乱中已经丧

生。而活着的人已经处于结社不自由时代，思想行

为亦可能发生大分化；且其时他已多经官场沉浮磨

难之后，对世态炎凉有进一步感悟：“近世朋友道

丧尽矣！仆在宦途所相识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艺

取，或平生亲故……在毗陵半年，在江宁一年有

余，摧伤之余，稍慰岑寂，足下曾更见有一人来相

问讯者哉？”［４］１３０抚今追昔，所以感慨万千。

明清鼎革之际的广西，长时间处于清和南明政

权对峙的前线，而桂林府全州有处于湘桂交界地，

更在前线之前端。从崇祯十六年 （１６４３年）张献
忠余部曾一度到达此地、造成震动开始，至十七年

（１６４４年）正月崇祯皇帝死国，南明几个政权走马
灯似的更替，到明宗室桂王朱由榔于南明隆武二年

（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年）十一月在广东肇庆建立永
历政权，一路奔广州、肇庆、梧州、平乐，最后于

１６４７年冬到达桂林。南明永历小朝廷名义上在桂
林驻扎了近四年，其中经历了靖江王欲问鼎皇位的

闹剧，以及收复广西、湖南、广东之大喜，旋即再

次失去该数省之大悲。这给桂林士子带来天翻地覆

般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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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醉白堂诗文集》文集卷１《许哉庵诗序》（第１９－２０页）：“往乙酉岁，哉庵许使君自沔令移刺吾郡。是时天下
已大乱，独吾郡僻处西边，民尚恬耕凿。使君公余顾独喜论诗及古文辞。余得载酒时相过从。后二年，闽广相继沦

陷，吾郡乱。使君去吾郡为谏官。时余兄季琳与使君同垣，衡宇相望。余又得载酒时时相过从，论诗及古文辞。又一

年，余遇王师于国门，与俱北。”从此推知他投清是顺治五年 （１６４８年）。另在卷３《醉白堂记》中说：“吾年十二而
孤，又七年而举于乡，又七年而仕于越。”而同书卷４《邓子瑞哀辞》知谢在崇祯壬午 （１５年）中举，则应该是顺治
六年己丑仕越。《醉白堂诗文集》点校本序第１７页载吕集义 《谢石馰先生传》言谢顺治八年为淳安令，显误。



二、鼎革之际的出处和焦虑

最初，南明朝廷驻扎桂林，一时精英集，桂

林被目为 “稷下”。大量桂林士子也被吸纳到朝廷

之中，这也是桂林士子最接近明朝廷的一

次。［７］２２２－２２３但是南明永历政权尤其各武将骄横跋

扈、闻敌而逃的表现，以及最后全州守将以城降的

结局，给支持南明的士人打击非常大。所以，全州

士人愤世嫉俗的情绪以及在乱世中求生存、求明君

的愿望都相当强烈。谢良琦记其兄良瑾 （奉常公）

事迹云：

奉常公既避世，慨然于世道、人心之不

古，其所为不合于道。推原丧乱所由，始失声

痛哭；又亲在班联，见谐臣、媚子、骄兵、悍

弁，并及士大夫依阿苟且之习，感愤眦裂，无

可告语，则尽举其读书所得，力折衷反覆而笔

之于书。呜呼，人生不幸当乱世，至于国亡家

破，其于伤心流涕之际，固有心可得而悲，口

可得而言，手必不可得而书……故奉常公之书

题曰 《未刻者》，示不敢也。其曰未者，又欲

遗之余者，犹望其传之也。昔郑所南 （郑思

肖，南宋遗民———引者注）作 《心史》，以锡

为函投井中，其后数百年始出。余观其书，义

例丛杂，乖戾不可读。后之学者犹取其心，从

而宝惜之，况如斯人者乎？今之书，有 《离

骚》之怨，而不能忘其君；抱 《采薇》之节，

而不敢非其世。止是眷怀故国、伤心仳离，叹

息痛恨于贤人君子谋人之国、食人之命、败人

之事，使天下读之，知家国虽亡，其草泽之士

固有感时念乱、悲吟愁叹而不可禁者，虽无益

于事，其志亦足悲也。［４］１６－１７

这种情绪其实同样扎根在谢良琦身上。他在顺

治十二至十三年 （１６５７—１６５８年）间做常州通判
或署苏州府宜兴县时，过长江，作 《渡江吟·吊

史道邻大司马》一诗，集中流露这种悲愤情绪云：

渡江南，望江北，日月黯然无颜色。江北

江南风正寒，酒酣拔剑歌路难。我闻史公天下

贤，少年射策红云边。霜雪东南寒豸斧，旌旗

江海净狼烟。阽危国运当阳九，天府神京俱不

守。玉龙提携相撑扶，辛危难忘主恩厚。誓心

淮海一孤城，刁斗无惊夜月明。匹马沙场魂不

返，至今鼓角悲江声。江南帝子无朝昏，斗鸡

走狗承新恩。封事披鳞数十上，九关虎豹当君

门。复有雄豪专峻外，白玉黄金横作带。寂寞

征夫塞上情，萧条妇子秋原泪。朝野内外皆沉

沦，吁嗟史公惟一身。安能上慰天子，下安

黎民？［４］２９３－２９４

诗中对史可法在内外艰危之时独撑大局极表敬

佩，也对当时文恬武骄的局面深感悲愤，他此时也

许会想起数年前在他家乡的永历政权的同样情

形罢。

不过，他虽然也主张殉节，“受命于君，有死

无二，臣之职也；爱其身不死以辱其身，君子所不

为也”，但更认为 “士不幸生乱世，全身远害，上

也”［４］１５６－１５７，先保住生命，然后才可以守护自己的

理想。所以他曾经劝自己的好友 “以为处乱世当

静默，不宜比匪人”［４］２４０－２４１。他的这种想法与当时

反清志士王思任所说 “可以死，可以无死，英雄

豪杰自知之也。英雄豪杰一死不足了其事，则可以

无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则可以死……使必以一死

为贵，则死而死矣，何济人世事”［８］，颇有不谋而

合之处。

谢良琦不主张死的理由是认为活着也可以坚持

“道”并实践 “道”，更重要的是可以匡正社会风

气：“然则仆之心盖将试其所学，以行其道，不在

禄位之尊卑大小也。然仆遂以此被论议，遭屈辱。

呜呼，是岂无故而然哉？天下方务为苟且，仆以其

实；天下方务为逢迎，仆以其真；天下方务为诡

遇，仆以其拙……仆倘于此时得一官自守其道，更

以乡之实与真与拙者，从事于其间，或者亦仆得志

之秋乎？”［４］１２３并以自己家族的经历说明坚守耕读传

统、安贫乐道的重要性：

独吾族居于粤之鄙，自隆万以来，族之父

兄子弟，每春秋家庙祭祀方毕，必相与酌酒告

于先灵，谆谆动色相戒。只是服先畴、食旧

德，无敢逸豫。故自三四十年之间，天祸人，

国变乱，相仍饥寒，流离奔窜。即乡举之典亦

十五年未行，四民转徙失业，而吾族之人宝其

诗书陇亩，与其父兄之训，从无有饰伪猎名、

奔走权利捷径、求富贵利达者。其文章虽质朴

无惊采可观，而亦不为其雷同剿袭。呜呼，此

吾族之所盛也欤？……然自今观之，世之所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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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如彼，粤之所守如此，即粤之所守不必尽如

此，吾族之所守已如此，其与世之不狭隘、能

通晓时事者，孰得孰失？故吾之为是言，不独

以告族人，而以告粤人焉；不独告粤人，而以

告天下人焉。知吾族之所为得失，即天下之所

以治乱也。［４］１２３

可以说，类似谢良琦这种 “半遗民”，［９］虽有

亡国之痛、故人之思，却在耕读传统上找到了清代

对明代或者说传统文化的正统延续，所以服务于新

朝完全是可行的。顺治十三年 （１６５６年）他汇编
家族科举朱卷，并作序云：

顺治十二年乙未冬，奉常公 （良琦兄）

之子孝廉亦出应童子试。州守今建宁太守滨州

鹿园孙公所命题同，亦拔孝廉第一。已而府

试、道试亦皆第一。方是时，奉常公所刻

《试草》已散失零落久矣。吾令人于旧州守姑

苏涑庵马公所求得之，乃合刻焉……然自壬申

迄乙未二十四年，中经大丧，不独山川、云

物、城郭、宫室、人民、礼乐、车马、衣裳荡

然非复畴昔，而文体亦数变易。始甲戌 （崇

祯七年）及丁丑 （崇祯十年），温雅和乐秀

整，放而为庚辰之博大奇丽，至于癸未 （崇

祯十六年）则立干诘繁，菁华稍竭矣。皇清

初兴，皇皇文教武功，于文体未暇厘正。及乎

乙未，始复旧观。考之奉常、孝廉实若相始终

焉。今读其文，迨一人一手之所为，若不知有

陵谷变迁，岁月冰霜风雨之流易者，是则可以

异者也。［４］４１－４２

再加上顺治朝连续对崇祯年间明臣死国难者、

死寇难者、死阉党祸者作出建庙祭祀决定，谢良琦

又在其中找到了对忠孝义的继承延续，他有感曰：

世祖章皇帝御极之八年，躬揽庶政，四方

万国悉臣服、就法度。念国家就贤体远，必以

培养忠义为本。明时寇薄都城，君死社稷，一

时殉难诸臣麟麟炳炳。今虽易世，而表彰未

及、祭谥不加，甚非古先圣王所以教忠之义，

遂令部院诸臣集议以闻。既奏，上悉从礼臣

请，赐谥爵赏有差，又令立庙京师，岁时享

祭。臣尝博观载籍，忠臣义士以身殉国多有，

未有如诸臣遭逢异代圣神文武之主，显荣尊

宠，光被泉壤者也。（中略，言南明门户之争

严重，而清廷则不同；而且吊民伐罪，替崇祯

发丧举孝，给死难者告慰）逮后江淮、闽越

尽入版图，武臣文吏卖降恐后。世祖皇帝豁达

大度，亦或录其一节，礼而用之。其人遂自视

以为得计，志骄气溢，而圣意渊微，乃独褒美

诸臣，昭示天下后世，使举世之人晓然知朝廷

所重在此不在彼，然后人知诸臣志节诚足嘉

尚，而其不能者亦或感愧以泣也。［４］１５１－１５２

所以，他同时写 《死事五人传》记瞿式耜、

张同敞、焦琏、孟泰等死故国国难者［４］２００－２０３，著

《邓子瑞哀辞》以记乱世之中的孝义者，虽有怀旧

之叹，却也是他顺应政治风向抒发内心一贯主张的

做法。在当时桂林地区，虽然也有不愿入仕新朝的

士人，但一般能允许其子弟参加，① 总的说来，态

度是较开放的，也即赵园所指出的 “遗民不世袭”

问题［１］３８１－３８４，毕竟传统社会给予读书人的出路太

狭窄了，尤其因桂林经济并不发达，一般士人不出

仕则很难解决生计问题。而且，明末当政者的腐

朽，军与官的内斗霸道行为给桂林人的负面刺激大

了，迫使士子无论从公从私都希望找到新的统

治者。

他努力在出仕中寻找济世安民的乐趣和成就

感，其 《琢句亭记》云：

磋乎！君子之仕也固亦有幸不幸哉。独余

所处之时不然……而余也又以其清静宁一之治

以治之，故常安然无事。及乎安然无事，而后

得优游燕闲于斯亭之上，则又思昔之名人贤士

所为无文字可传者，或者会其时之不幸，而余

幸与斯民共乐其太平歌舞之乐，而因以自乐其

乐也 …… 夫乐其乐以与民同者，亦吏之

职也。［４］１７２

不过，他终究脱离不了那个时代的遗民无法回

避的共同问题，即是否应该出仕清朝。他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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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清臣也，而生于明。”［４］１５９明确表明自己对清

朝的归顺态度。然而，他曾经拜访了若干有名的遗

民，其 《桃源草堂记》云：“余行天下，于秣陵之

高座寺识方密之，于西冷之西溪识姜如须，于匡卢

之五老峰识郭天门，则高座、西溪、五老峰皆桃源

也，贤者之所居也。”［４］１６８文中所及之方密之即方以

智，姜如须即姜垓，郭天门即郭都贤，皆为明末高

官而不愿出仕清朝的隐居者。不知他们相见都谈了

什么，但是肯定会感慨天下兴亡，也许会谈到是否

要出仕新朝。他称这些人为 “贤者”，显然从其内

心还是赞同不仕新朝的。这正是谢氏一生的矛盾

之处。

根据谢良琦自述，他投入清政权大约是顺治五

年 （１６４８年），说 “余遇王师于国门，与俱北”，

似乎是主动投入清军，又似乎是受到清军的胁迫而

去的。① 他的行为后来似乎同样受到友人的责难，

他在 《与贾二安书》中说：“仆始十九时，受知尊

大父徙南夫子。此时天下方乱，私念非圣贤固不能

以济，遂欲焚弃帖括，驰鹜于救时之略。属国家遭

李逆之变，南北梗塞，因得究穷于经传、子史、百

家之业，博观古今成败兴亡得失之数，与贤人君子

所以斡旋匡济之方，以为幸而见用，则犹将为之，

不然守其道终老则亦已矣。遭际圣朝，两仕为令。

当时所设施虽非二安所亲见，然二安视仆有意蓄货

财、美衣食，以取悦儿女子者乎？岂有意矜权势、

市恩泽，使交游亲戚叹其伙颐者乎？”［４］１２３他极力辩

驳别人以为其想升官发财的观点，表白自己的理想。

他另外写的两篇文章 《五大夫说》和 《五大

夫辨》也很有意思，借被秦始皇封为 “五大夫”

的松树之隐喻，表达了他的心路历程。该文写作时

间不详，可能其是回答友人责难时有感而写，也有

可能是遭诬下狱后所写。其中，寓言故事 《五大

夫说》曰：

（始皇令以松为五大夫）诏至，一时荒丘

僻騋，梗、楠、杞、梓、榆、柳、枫、漆之

属，有叹息者，有庆幸者……维时松默然不

语，移时，既而流涕曰：“嗟乎！夫宁知是虬

然者之为吾齿角也哉！吾闻秦法暴，不拜惧不

免。虽然，吾义不辱，吾姑受其官而辞其爵与

禄焉。二三子视吾被章服犹腳也。”遂奉诏

居。久之，客有谈武陵桃源事者，大夫愀然不

乐，怅然沮丧其志气曰：“吾向以华也实而不

坚，故羞与同列。今其寄托，何啻什伯于吾。

纵彼不言，吾独不愧于心乎？”因痛自摧折，

不数日死。其后子孙引以为鉴，逃于空山，夷

然苍劲不拔之节，自秦至今千余年，竟无希势

慕利者。［４］２４３－２４４

按照这里所喻，他当年出仕竟是被迫的，但心

胸坦荡，并不为爵禄而去，即所谓 “吾闻秦法暴，

不拜惧不免。虽然，吾义不辱，吾姑受其官而辞其

爵与禄焉。”他想象着松树后来自尽，而其子孙得

全名节。其 《五大夫辨》云：

世之称松者必曰大夫，其说盖始于秦始皇

帝。帝东巡泰山，遇雨避松下，既去，以五大

夫封之，今千余年矣，世未能辨其事者，故卒

不易。予曰：是何其不能鉴松之节、明松之志

而厚诬之以其名也！夫以秦之强，始皇之暴，

宫车四出，人怨神怒，天下无智愚者知其亡而

不愿为之臣妾，而况泰山鲁地也，其山川草

木，涵濡于周公、伯禽之泽。至于松者，生于

徂徕，宗庙几筵之用，其志矫以洁，其不能遽

辱以世俗之名可知也……而谓松者遂降志丧

节，役于其名，且以号于人曰吾大夫也欤哉！

（下以四皓、田横、李密、鲁仲连为例———引

者）假使松而能言，当秦之封，安知不为横

之死、密之辞、鲁连之弃去？而后世之士得其

一节，遂谓横为汉之王侯，密为晋之洗马，仲

连为受千金之赠，又岂理也哉！［４］２４５－２４６

该文对泰山松接受秦始皇敕封一事给予否定，

认为后人只看到事情之一面，并不了解真相。以久

浸儒家忠义之教的齐鲁之地的松树怎么可能接受暴

秦的封号呢？因此认为泰山松接受封号是后人

“何其不能鉴松之节、明松之志而厚诬之以其名

也”！假如这一篇也是谢良琦内心的写照的话，那

两篇合而读之，确实有点意味深长。所以我怀疑这

是其晚年罢官下狱失意后的梦醒之言。若如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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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出仕完全是为了内心的救世匡风理想，并不能表

明是投降清廷，而毋宁说是投降于正义；人过中年

以后，谢氏经历了一连串宦途挫折，丢官失禄，几

至于死，他认为这是自己坚持正义与良知的结果，

则从前的入仕之误与否，都可以一笔勾销。

三、结论和讨论

赵世瑜教授在论及明清之际的遗民陈确的忠节

观时指出，陈确继承着传统的忠节气节观念，反对

向新朝投降；另一方面，又对传统的忠节观有所叛

逆，反对一死了之的殉节行为，这种比较矛盾的心

态反映了明清之际思想界的整体面貌，其深层原因

在于明中叶以来因社会经济关系变化而带来的社会

思潮的变化。［１０］谢良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时代

思潮的影响，不过他的 “半遗民”心态，其实并

不在于反对新政权或不与之合作，而在出仕方面是

比较积极的，但内心固守着一种不合时宜的精神，

因为他们见过太多的谐臣媚子、骄兵悍将，以及士

大夫依阿苟且之习，他们希望新朝是积极向上并一

改积弊的。以谢良琦为例，当他看到新朝稳定局势

消弭战乱、重开科考、尊崇忠孝节义，他就积极参

与政事；而当晚年遭人构陷悲剧发生时，他明白新

朝在很多积弊方面仍旧是旧朝的延续，于是失望以

至于写出否定性的激愤之言。我们把这种心态放到

桂林自明末以来的区域历史当中来解读，能有更甚

的体会。而桂林士人这种执着的不合时宜理想，导

致后来长期的压抑，如就中央任官或地方大员而言，

直至乾隆朝出现大学士陈宏谋，几乎是没有人的。

与全州不远的宝庆 （今湖南邵阳），部分明代获

得功名的士子同样不愿出仕新朝，但是支持其亲友儿

孙辈入仕。如：王嗣翰在明清易鼎后，不愿出仕清

朝，其子王元复后来成了著名士绅，为清初 “楚南四

家”之一，主讲濂溪书院；岁贡生简而廉和其长子简

文灏入清后均不仕，但支持其次子简文瀚和简文鬬出

仕。［１１］这样的选择在宝庆府是属于主流的。

将多数地处边疆的士绅对于出仕的选择置于时

代具体环境之下考察，发现之所以如此，大致原因

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在经历了明末清初长达数十

年的动荡之后，他们更多的是希望社会政治稳定，

以期于获得安定的环境，然后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

一步的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其二，清政府在康熙

初年短短十数年间，进行蠲免钱粮、整顿赋税、恢

复文教和科举、恢复秩序等措施，在百姓心目中已

经是一个替代明朝天命的合法政权。在天命循环和

因果报应特别流行的西南民族地区，人们更容易接

受一个新政权以取代 “气数已尽”的旧政权。当

然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例子来证明。其三，处于国

家边缘的士子，由于生存出路有限，更需要新政权

接纳自己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四，地处边陲的士

子，接受儒家教育可能更为理想和纯粹，是否接受

新朝并出仕，在于统治者是否依照儒家传统的施行

仁政，符合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其五，清朝统治者

也更需要边陲士子的号召力和示范作用以尽快建立

自己的统治，完成秩序的重建，因此清初对于旧朝

的投降者是容易接受并想方设法妥善安排的，不像

乾隆以后对所谓明末变节大臣的谴责。总之，综合

时代时势、地方文化传统和士子的个人利益选择，

有这种集体选择是毫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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